
中晚唐的时候，人们对诗的创作情境、产生过程越来越有兴趣，于是，记载诗本事的故事

特别流行，成书于晚唐的《本事诗》和《云溪友议》就收录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在以往的研究中，

我们通常把它们看作史料，以此了解诗人的性格和写作的具体情形。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中，胡仔在引述韦应物宴会上写艳诗的故事之后，推论出诗人性格的“豪纵不羁”①。这种研究

方法在我们今天也很常见。不过，把诗本事的故事当成史料，就必须考察这些故事的真实性，

即辨伪。有的故事与其他历史记载有明显出入，须判定为有误，不宜作为可征引的史料；对那

些与其他历史记载没有矛盾的故事，暂定它们是真实的，可以作为研究诗人创作或者一首诗

的形成的史料来使用②。

举个例子。《本事诗》的“情感”篇里有关于刘禹锡以诗获伎的风流故事③。刘禹锡到李绅家

做客，席间赋诗赞美一个歌伎。李绅闻诗，便将歌伎送给刘禹锡。除了《本事诗》，这个故事还有

两个版本，一个保存在《云溪友议》④，一个保存在《类说》⑤。这三个版本引用的席间赋诗是同一

首，但是每个版本的主人公却不完全一样。《云溪友议》中这个故事的诗人是刘禹锡，可是赠伎

者不是李绅，而是杜鸿渐。《类说》中的赠伎者和《云溪友议》一样，是杜鸿渐，可诗人却是韦应

物。一个故事出现了三个不同版本，从“辨伪”的角度，读者自然会问，哪个版本是真实的？

洪 越

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

事故事的一种方法

以往，我们经常把唐诗本事故事看作是了解一个诗人的性格和他写作的具体情形的渠道。本文意在说明，唐诗本事故

事主要以口头流传的方式传播，故事里诗人的名字和诗的内容，都会随故事口耳相传而不断变化。因此，这些故事不

见得是说明一个诗人怎样创作、一首诗怎样生成的史料。本文尝试采用研究口头文学时常用的结构分析方法，以个案

研究的方式，考察一个故事类型的叙事结构，以及这个类型的不同故事、每个故事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共性与差异。这

样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每个故事的“价值”，即哪个故事只是对模式的复制，哪个故事具有“独创性”；也可以帮我

们看到社会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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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者考证，三个版本都存在问题，都包含了与历史材料不符的信息。岑仲勉指出，《本事

诗》版本有两个细节失实，一个是时间问题⑥。故事里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刘禹锡“罢和州，为

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绅“罢镇在京”，可是根据史料，刘禹锡“罢和州”与李绅“罢镇在京”的

并不是同一时间。另一个问题是故事的引诗里称赠伎者为司空，可是在历史上，李绅从来没有

作过司空。《云溪友议》版本的问题更严重，故事中的杜鸿渐和刘禹锡，根本不是生活在同一时

代。刘禹锡出生的时候，杜鸿渐已经死了三年。《类说》版本也有和史料矛盾的地方。陈尚君指

出，故事里韦应物担任苏州刺史倒是实有其事，可问题是韦应物任苏州刺史的时候，故事的另

一个人物杜鸿渐已离开人世⑦。所以，三个版本的故事都不可信。

但是，设若这三个版本中的某一个不存在与历史记载矛盾的信息，是不是就可以确定它

是真实的或最早出现的，而其他版本则是错谬的、较后出现的呢？实际上，我们也很难认定这

一点，因为这些故事的传播途径是口头流传。《本事诗》编者孟棨和《云溪友议》编者范摅都曾

提到，他们辑录的故事是听人讲起，然后记录下来，用范摅的话说是“因所闻记”⑧。孟棨也在

《本事诗》里提到这个把口头流传的故事记录下来，变成文本的过程⑨。《本事诗》和《云溪友议》

成书于晚唐，离故事描述的时代相隔几十年，故事在这期间口耳相传，必然会有种种变化，而

《本事诗》、《云溪友议》和《类说》保存下来的版本只是若干版本中的三个。从这个角度看，不同

版本故事之间的关系便很难说是真与假、真实与失实的关系，它们不过是某一故事类型的不

同变体。在“口头文学”的世界里，无所谓最早的、真实的版本；或者说，即使有这样一个版本，

我们也无从判断。

美国学者布鲁范德（Jan Harold Brunvand）在研究属于口头文学的都市传说的时候，曾归

纳其形式特征。他认为，和其他的以口头形式流传的文学一样，都市传说是稳定因素和变动因

素的结合。稳定因素包括故事类型、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等结构性因素，它们在故事的流传过

程中基本保持不变。变动因素则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名字、故事的长短和详略等细节。随着故

事的流传，这些因素会不断变化，以方便不同地区、背景的听众的需要。这些不断变化的因素

造成一个故事与另一个故事的不同，也造成一个故事的有差异的不同版本。考察这些故事的

模式，它们的共性和差异，分析共性和差异的意义结构，是理解这些故事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基

础⑩。

中晚唐诗本事故事和布鲁范德归纳的都市传奇的特点有不少相似之处。本文尝试用研究

口头文学的方式，采用结构分析来处理中晚唐的诗本事故事。我会从许多故事中，选择一组同

类型的故事作为分析的个案。这一类型的故事，都涉及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

暂且称之为“三角情”。选择这一故事类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三角情”故事在中晚唐特别流

行，另一个是这个类型的故事保存下来的比较多。《本事诗》第一部分“情感”篇的十二个故事，

七个与“三角情”有关。而且，在这七个故事里面，大多有多个版本，保存在《朝野佥载》、《隋唐

嘉话》、《独异志》、《云溪友议》等唐代文献里。这些材料给我们分析唐诗本事故事的结构模式，

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一、结构特征

“三角情”故事有两个稳定的结构性因素，一个是人物类型，另一个是叙述结构。故事通常

有三个人物：一对夫妻（或者情人），加上一个有权势的男性（“第三者”）。在这三个人物的基础

上，故事通常表现为这样的情节模式：开始是夫妻或情人分别，女方被有权势者占有；随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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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或者恋人中的男方写一首诗，这首诗导致夫妻或恋人的重逢，或者是他们的永别。故事的叙

述结构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分离、写诗、重逢或者永别。第二个环节（写诗），是故事关键的部

分。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关注的重心并不是夫妻或者情人之间的情爱关系，而是两个男人之

间的冲突，以及他们各自所体现的价值。在故事里，女人通常既没有名字，也没有性格特征，她

的功能是欲望对象和争夺目标。两个男性人物各体现一种价值，“第三者”体现权力，而丈夫

（或者情人）体现婚姻关系或者男女之情。

如果说，人物类型和叙述结构是“三角情”故事中的稳定因素，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

物名姓、故事里引用的诗，则是故事中的可变因素。我们通常认为，唐代的诗本事故事记载的

是诗人写诗的过程，由这个过程可以得知诗人的经历和性情。可是，如果把同一个类型的不同

故事和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放在一起考察，就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些故事并不能帮助我们

实现这样的目标。因为从故事的构成看，某个诗人之所以成为故事的主人公，很有可能是他符

合这一故事类型的需要。比如他活跃的时间和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同，他做官的地点正好是故

事发生的地点，他担任的官职和故事里某个人物的职位相符，或者是他的性格特征与故事里

某一人物的类型特征相近，等等。下面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本事诗》里七个“三角情”故事，有四个以中晚唐人物为主人公；在这四个故事里，又有三

个由李绅或者李逢吉担任权势者这一角色。在历史上，李绅和李逢吉是政敌；在这三个故事

里，他们的人格高下也构成鲜明对比。李绅慷慨风雅，李逢吉卑劣狡猾。在一个故事里，当李绅

发现他的一个客人是歌伎的旧日情人，就让他们共度春宵；在另一个故事里，到他家赴宴的一

个诗人作诗表达对一个歌伎的爱慕，李绅就把歌伎赠给诗人。和李绅的慷慨风雅相反，李逢吉

在故事里心狠手辣，他把一个官员的爱姬骗到自己家里。李绅和李逢吉人品的优劣，在对待同

一位诗人刘禹锡的态度上再明显不过：李绅把自己的歌伎让给刘禹锡，而李逢吉则把刘禹锡

的歌伎占为己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些描述当成实事呢？笔者觉得更有可能的是，因为

李绅和李逢吉是政治上的对头，所以被用来扮演故事中功能相反的人物角色：当故事需要一

个正直慷慨的人物，就会考虑由李绅担任，故事里需要一个坏人，就会想到李逢吉的名字。可

是，为什么好人的角色总是分配给李绅，而坏人的角色总让李逢吉担当？有可能是《本事诗》、

《云溪友议》的编者同情李绅一党，所以采扬李绅抑李逢吉的态度。不过，有关《本事诗》和《云

溪友议》编者的情况留下的材料不多，所以这一点很难论证。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故事里的李

绅和李逢吉，一定程度反映了他们在中晚唐士人中间的“大众形象”。李绅的情况比较有意思。

他不仅做到高官，而且年轻的时候，还是个爱写风流诗篇的诗人。我们知道，元稹写《莺莺传》

的时候，李绅写了《莺莺歌》，流传很广。那时候说到李绅，除了想到他是成功高官之外，还会想

到他是风流诗人：这使他特别适合“三角情”故事中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权势者角色。同样道

理，如果一个诗人的“大众形象”是风流才子，他也很可能被安排扮演男性情人的角色。刘禹锡

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其风流诗人的名声，使他适合“三角情”故事中的这一角色；也正

因为如此，才会有不止一个故事将他当作具有风流诗人类型特征的男主角。

刘禹锡风流诗人的名声，可以用两个例子说明。一个是他的乐府诗，尤其是他在夔州写的

一些竹枝词，在中晚唐非常流行。白居易在《忆梦得》这首诗的序中，回忆他和刘禹锡一起度过

的时光有云：“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輥輯訛刘禹锡的知名度在敦煌讲经文里也可以看到。《佛

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里面有一段讲解人生的虚妄，说即使最美的女人、最风流

的男人也会衰老輥輰訛。说到最美的女人用的例子是西施，说到最风流的男人便举刘禹锡。可见刘

禹锡在当时确立的“大众形象”是风流倜傥，这个形象自然契合“三角情”故事中的情人角色。

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事故事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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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一个历史人物被选中充当某一角色，可能是他正好担任过故事里的人物担任的

官职，韦应物在一个故事中出现就有可能属于这个情况。前面提到一个故事存在三个不同版

本。在《本事诗》和《云溪友议》里面，诗人的名字都是刘禹锡，但是权势者名字不一样，《本事

诗》里作李绅，《云溪友议》里作杜鸿渐。可奇怪的是，到了较晚成书的《类说》，权势者名字与

《云溪友议》的一样，诗人却不是刘禹锡，而是韦应物。可以作这样的推测，韦应物的突然出现，

可能是为了解决《云溪友议》里这个故事的一个矛盾，就是刘禹锡和杜鸿渐根本不生活在同一

个时期，杜鸿渐死后三年刘禹锡才出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大致有两个，要么保留刘禹锡，

然后找一个刘禹锡的同代人替换杜鸿渐；要么保留杜鸿渐，然后找一个杜鸿渐的同代人替换

刘禹锡。《类说》采取的是第二种方案。韦应物比杜鸿渐年轻十九岁，符合故事对角色的年龄要

求。此外，韦应物还符合故事对人物官职的要求。故事里的诗人赞美歌伎的诗有这样两句：“司

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诗人自称江南刺史。韦应物做过苏州刺史，让他在诗中自称

江南刺史，也是恰当的。

就像历史人物被拿来充当故事里面的角色，某些诗作也常常为满足故事类型、叙事结构

的需要而被拿来用在故事里面。虽然我们通常认为，唐诗本事故事是记录诗人写一首诗的过

程，可实际上，故事和引诗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有时候，一首诗早就存在，但是因为符合故事需

要而被用在故事里面；有时候，一首诗被用在好几个故事里面；有时候，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

会用不同的诗；也有时候，一个诗人的诗被用在另一个诗人的故事里面，但是因为故事流传得

广，所以这首诗慢慢就被认为是另一个诗人的作品，甚至编入他的文集。《本事诗》有一个以戎

昱为男主角的“三角情”故事，里面有这样一首诗：“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人情。黄莺久

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輥輱訛关于这首诗，《本事诗》讲述的是，与戎昱相好的一个官伎擅歌，

为“镇浙西”的韩滉所召，戎昱被迫与歌伎分别。临别，戎昱写了这首诗，让歌伎带到韩滉的宴

会上演唱。在这样的故事情境中，诗表达的是情人分别的痛苦，黄莺比喻的是擅歌的歌伎。不

过，我们翻阅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这首诗也署戎昱作，题目却是《移家别湖上亭》輥輲訛。如果把

诗放在这个题目下面读，我们体会的是诗人即将离开久居地方的伤感。那么，这首诗写作的过

程、情境便成为疑问。还有更复杂的情况。《云溪友议》也收录了戎昱的故事，可是里面的诗和

《本事诗》里的诗完全不同。即使我们相信戎昱为歌伎写诗，那么，哪一首“真的”是戎昱所写？

这里存在多种可能：也许《本事诗》版本的诗是戎昱与歌伎分别的时候写的，后来这首诗和《移

家别湖上亭》这个诗题不知怎么被安在一起；也不知怎么，《云溪友议》的故事用了一首完全不

相关的诗。也有可能是，《云溪友议》版本的诗才是戎昱赠给歌伎的诗，那么，《本事诗》版本的

诗就是讹传，有可能是戎昱为搬家而作，后来被用在这个故事里。还有一种可能性，也许这两

首诗和戎昱的“三角情”故事本无关联，但是因为符合故事情节的需要，被引入而成为故事的

一部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故事里的诗是流动的因素，它与故事的关系变动不居，时而

是故事的一部分，时而从故事中消失，时而被另一首诗替换。

有时候，一首诗用在一个故事里的时候，可能为适应故事的情节而改变。《云溪友议》里面

元稹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輥輳訛。故事赞美元稹和他的两任妻子之间的感情，说元稹的第一任

妻子韦丛去世的时候，他“不胜其悲”。为证明，《云溪友议》引了两首据说是元稹丧妻之后写的

诗。这里我要讨论的是这样的两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在《云溪友议》故事

所提供的语境里，这两句诗表达了元稹对亡妻的感情，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比喻亡妻在他心

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可是，如果把它们放在整首诗中，就会发现其实与元稹丧妻没有什么关

系。诗的题目是《离思》。全诗如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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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修道半缘君。”輥輴訛我们发现，诗人想念的对象不像是他的亡妻，倒像是风月场中的女子。元稹

和白居易都写过很多怀念年少风流的诗，在那些诗里，“花丛”或“花”隐喻风月场的女子。在元

稹带有自传性质的长诗《梦游春七十韵》里，他回忆若干年前与一女子的艳遇，后来幡然悔悟，

告别风流生活，娶妻生子，步入仕途輥輵訛。在诗里，他把这种转变比喻成大梦初醒和刹那间的顿

悟，写自己醒悟之彻底，“觉来八九年，不向花回顾”，这里的“花”可以指某一花一般美貌的情

人，也可以泛指风月场或风月场的女子。白居易在他的和诗里也写到元稹的这个转折，说他后

来“京洛八九春，未曾花里宿”輥輶訛。白居易意在赞美元稹告别风流生活的决心。告别风流生活的

主题也出现在《离思》的第三句：“取次花丛懒回顾”，其修辞和《梦游春七十韵》中“不向花回

顾”接近。两句诗里，“花”的意象都泛指风月场女子。这样看来，《离思》写的似乎是，一个女子

在诗人心中留下不可替代的位置，所以他对风月场完全失去了兴趣。这里，诗人把她和风月场

上的女子相提并论，放在一起比较，说明这个女子很可能也是风月场中的一员，而不太可能指

诗人的亡妻。毕竟，把士人阶层的亡妻与风月场上的女子放在一起比较是不妥当的。

那么，如果《离思》这首诗和元稹怀念亡妻没有关系，它的头两句怎么会出现在《云溪友

议》元稹怀念亡妻的故事里呢？也许，元稹怀念亡妻的故事在收进《云溪友议》之前，已经流传

多时，流传中有人觉得这两句诗与故事的意思契合，就加了进去。把诗和故事粘结在一起的

人，不管是范摅还是别人，可能是有意不用《离思》的后两句，觉得那有违怀念亡妻的情境；但

是也有可能，故事只用《离思》的前两句，并不是有意的取舍。在中晚唐，诗中的一句或者两句

作为“佳句”流传，是很普遍的事情輥輷訛。也许，《离思》的头两句特别有名，早就作为“佳句”单独流

传，再加上这两句所表达的情感和元稹的故事特别契合，所以就被套用在故事里。

把本来并不相关的诗放进诗本事故事里，作为故事里人物写的诗，这种做法在唐诗本事

故事里很常见。黄璞的《闽川名士传》中收录的欧阳詹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例子。欧阳詹是韩愈

的同辈人，同一年的进士。欧阳詹去世的时候，韩愈写了哀辞，李翱写了传（已佚），孟简写了

《述欧阳行周事》。其中，孟简的《述欧阳行周事》讲述了欧阳詹钟情于太原歌伎，分别后二人相

思而死的故事。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较晚的版本，收在晚唐黄璞的《闽川名士传》里輦輮訛。孟简的版

本和黄璞的版本情节基本一样，但是结构上有重要的区别，其中之一是黄璞版本里面有两首

诗，是孟简的版本里面没有的，一首是欧阳詹写的与太原伎的离别诗，另一首是太原伎写自己

等待欧阳詹的闺怨诗。这两首诗的加入使黄璞版本的叙事结构很像《本事诗》和《云溪友议》里

面的诗本事故事，即围绕诗的产生展开的叙事模式。这两首诗在《闽川名士传》中出现，很可能

是受到晚唐流行的诗文交杂叙事模式的影响，后来添加进故事里的。黄璞版本中的两首诗由

送别诗和闺怨诗的典型意象构成。“自从别后减荣光，半是思郎半恨郎”很像《莺莺传》中莺莺

写给张生诗的第一句和第四句：“自从消瘦减荣光”和“为郎憔悴却羞郎”。这是源于乐府诗的，

已经高度模式化的用词和意象。从诗中我们看不出任何与欧阳詹故事相关的独特经验。陈振

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怀疑这首送别诗不是欧阳詹为太原伎所作，理由就是诗句的模式化。

《欧阳行周集》里面收录的那首送别诗（《途中寄太原所思》），首句是“高城已不见”，陈振孙指

出，“‘高城已不见’之句，乐府此类多矣”。他认为那首送别诗只是一般的乐府诗，不能看作是

诗人情感的表现，“不得以为实也”輦輯訛。陈振孙认为，欧阳詹与太原伎的爱情故事根本就是好事

者杜撰出来的，而杜撰的根据就是欧阳詹那首乐府诗的诗题《途中寄太原所思》。陈振孙由此

得出教训，给诗起题目要特别谨慎，不然会给好事者留下把柄，杜撰不相干的故事。

由诗题杜撰出故事，这是一种可能。不过陈振孙没有考虑到另一种可能，即从故事杜撰出

诗题。在唐朝的手抄本文化里，诗题与作者不像在我们熟悉的印刷文化里那么稳定，一首诗在

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事故事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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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或者通过抄写流传的时候，它的题目、作者和字句，都常常改变。所以，保存在两个地方的

同一首诗，题目作者不同，用字有出入，都很常见。还有，故事和故事里的诗的关系也不稳定。

一个故事在流传的时候，可以插进一首诗，也可以省略原有的诗，也可以用一首诗代替另一首

诗。欧阳詹故事里的那两首诗，可能本来与欧阳詹的爱情故事没有关系，它们后来进入黄璞版

本的欧阳詹故事，为的是适应晚唐流行的诗文交杂的叙事模式。那首乐府风格的送别诗，因为

故事里归在欧阳詹名下，所以加上一个与爱情故事有关的题目《途中送太原所思》，进入了欧

阳詹的文集。

有时候，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会插入不同的诗。前面讲到，戎昱故事在《本事诗》和《云溪

友议》里就是这样。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问，哪一首是戎昱在这个事件中写的诗？

但是这个问题既不容易有答案，也不重要，因为在唐诗本事故事里面，故事与诗的关系经常是

功能性的，而不是一一对应的。例如，在讲述朋友离别的故事框架里，只要是送别的诗，就都适

用。在戎昱的故事里，诗的功能是让有权势者知道戎昱对歌伎的感情，迫使有权势者把歌伎归

还戎昱。《本事诗》和《云溪友议》里的诗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描写诗人与歌伎分别时的痛

苦，符合故事的叙事需要。

诗与故事的这种功能性关系的另一种表现，是同一首诗用在不同的故事里。下面的例子

就是一组诗出现在两个故事里。在第一个故事里，刘禹锡的歌伎被李逢吉骗走，于是刘禹锡写

了四首诗给李逢吉。可是，这四首诗中的三首也出现在另一个“三角情”故事里，刘损的妻子被

吕用之霸占，于是刘损写了这三首诗给吕用之輦輰訛。这三首诗也收在《才调集》里，不过在那里，诗

的作者既不是刘禹锡，也不是刘损，而是佚名。显然，《才调集》的编者不能确定它们的作者輦輱訛。

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诗的真正作者，但是我们知道，这几首诗在中晚唐很流行。它们流

传的时候，作者的名字也不稳定。

二、人物类型的变化

依照布鲁范德对美国都市传奇的分析，故事中的变化因素分成两大类輦輲訛。第一类属于细节

性的，为的是适合某个地方听众的需要。当一个故事流传到某地，时间、地点、人物名字这些细

节就可能发生改变，以增加该地听众的认同感。这类变化一般不改变故事的意义。第二类变化

是结构性的变化，比如叙述结构和人物类型的改变。这是大的，而非细节的变化，而且可能改

变故事的意义。上文中讲到的变化，属于第一类细节性变化。下面要讨论的是第二类的变化，

第一个例子涉及人物类型，第二个例子涉及故事里面的诗的功能。

《本事诗》“情感”篇第三个故事和王维有关輦輳訛。宁王曼喜欢上饼师的妻子，把她占为己有。

一年后，宁王召饼师入宫，让夫妻相见，并让在座的文士当场赋诗。王维第一个写完，诗是这样

的：“莫以今时宠，宁忘旧时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在所有的“三角情”故事里面，这个

故事与众不同，因为除了三个固定类型的人物（一对夫妻和一个有权势的男人），还多出一个

角色，就是作为事件目击者的王维。在别的“三角情”故事里，诗人的角色通常由男性情人担

任，在这个故事里，诗人却是与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目击者。这个故事的情节也有一些难以解

释的地方。虽然王公大臣在宴会上展示家伎，令文士赋诗赞美，在唐朝是很普通的事，甚且被

视为风流之举，可是宁王为一己私欲，拆散一对夫妻，又让夫妻相见，让文士为此赋诗，这是罕

见、奇怪的事情。故事里说，在场的文士看到饼师与妻子见面时潸然泪下，都很难过，“无不悽

异”。宁王也和在场的人一样，深深叹息，对饼师夫妻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故事讲到这里，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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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免感到奇怪，难道不正是宁王拆散了饼师夫妻并制造了这一悲惨境遇吗？宁王一边利用

权势夺走饼师的妻子，一边同情被他剥夺、迫害的夫妻，于情于理，都实在是既纠结又分裂。

情节上的这种尴尬之处，与结构故事的方法有直接的关系。一方面，故事以“三角情”的类

型作为框架，力求符合它的叙事结构；另一方面，故事又要以王维的一首诗为中心来结构故

事，让情节契合诗的内容。可是，这两个目的在故事中并不容易调和。先说王维的那首诗，诗在

《河岳英灵集》和《国秀集》中都有收录，一个题作《息夫人怨》輦輴訛，另一个题作《息妫怨》輦輵訛。这里面

包含一个来自《左传》的故事輦輶訛。楚文王慕息夫人美貌，对息国发动战争，把息夫人占为己有。息

夫人为楚文王生了两个孩子，但是从不和他说话。有人问她为什么，息夫人说：“吾一妇人，而

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何言。”所以，这首题为《息夫人怨》或者《息妫怨》的诗，是王维有感息

夫人故事而发。这样，关于这首诗的产生，就有了两个不同的故事。《本事诗》说诗是为饼师夫

妇的事情而写，而《河岳英灵集》和《国秀集》说是有感于息夫人的故事。清代的吴乔相信饼师

故事的真实性，认为诗是王维为饼师夫妻的遭际而写輦輷訛。他进而推论，说唐诗的题目有时候和

诗的内容无关，甚至会误导读者，比如《息夫人怨》和《息妫怨》这两个题目，读者以为诗与息夫

人故事有关，却不知道其实是关于饼师夫妻的故事。与吴乔相反，笔者认为王维的诗应该是为

息夫人故事而写，后来被用在饼师的故事里面。《河岳英灵集》成书在前，《本事诗》成书在后，

所以，《息夫人怨》和《息妫怨》的诗题的出现可能比饼师的故事早。当然，保存在《本事诗》里的

故事，很多产生于中唐、盛唐，或者初唐。这些故事常会在晚唐以前的文献中留下痕迹。《本事

诗》的“三角情”故事里面有涉及初唐人物乔知之的故事輧輮訛，就收录在《朝野佥载》和《隋唐嘉话》

中，可见故事形成年代与乔知之生活的年代相距不远輧輯訛。饼师的故事情况却不一样。这个故事

在现存的盛唐和中唐的材料中都没有记载，到了《本事诗》才第一次出现。王维的知名度不比

乔知之小，如果王维为饼师夫妻作诗的故事是王维在世或者去世不久形成，应该和乔知之的

故事一样，在比较早期的文献中留下痕迹。王维的这个故事在早期文献中完全缺席，说明故事

可能较晚才出现。也就是说，这首诗很可能是王维有感息夫人的故事而写，后来在“三角情”故

事盛行的晚唐，被套进了这个故事里面。

饼师的故事对于历史人物的选择，也和别的“三角情”故事不一样。在别的故事里，有权势

者通常由一个知名的人物充当；杨素、杜鸿渐、李绅、李逢吉在历史上有很多记载。可饼师故事

里的宁王却是一个不大为人知的角色。选择他扮演有权势者，很可能是因为故事需要一个王

维的同代人，而他符合这个条件。再说饼师这个角色。在别的“三角情”故事里，丈夫或者男性

情人通常也是诗人，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人。可是在这个故事里，因为故事里的诗人已经是王

维，饼师这个角色变得很尴尬。他无事可做，既没有写诗给他的妻子或者权势者，也没有表达

对妻子的思念，没有设法和他的妻子重逢，完全是一个没有动作的角色。在所有我看到的唐代

“三角情”故事里，只有这个故事的丈夫没有名字。饼师与其说是一个人物，不如说是一个道

具。饼师夫妇在宁王宫中重逢也有点牵强，好像是为配合王维的诗而设计的场景，整个故事也

好像是从王维的诗句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意象生发出一个故事情节。诗的第三句是“看花满眼

泪”，于是故事里面就有这样的场景：夫妻重逢的时候，“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诗的

第四句是“不共楚王言”，于是故事中的妻子也拒绝说话：当宁王问饼师妻子是否想念丈夫时，

她“默然不对”。从作品的生成过程看，王维的诗和饼师的故事可能正好相反：王维把息夫人的

故事凝缩为两个动人的意象，而饼师的故事则根据王维诗的中心意象来设计、展开故事。这

里，诗和故事的创作过程，说明了那个时候诗与故事的关系：流行的故事可以是诗创作的依

据，有名的诗也可以铺排出新的故事。

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事故事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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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师夫妇重逢场景之尴尬，也因为宁王同时扮演着两个互相矛盾的角色。一方面，他是

“三角情”中的权势者；另一方面，他和那些奉命赋诗的诗人一样，又是事件的“旁观者”。作为

权势者，他夺走他人妻子，迫使夫妻分离。可是作为事件“旁观者”，他同情饼师夫妻的不幸遭

遇，和在场的文士一起叹息。这就造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景：造成别人痛苦的人，又无比同

情别人的痛苦，似乎对自己是痛苦的根源毫不知情。要把王维的诗放进故事中，要在故事中给

王维安排一个角色，又不想改变“三角情”故事的基本模式，这样一来，叙事上、人物性格上的

龃龉、冲突就不可避免。说到底，啼笑皆非的情景，还是由故事的结构方式所引起。

三、诗的功能的变化

《本事诗》里的“三角情”故事，可以按照人物生活的年代分成两类：生活在中唐以前的和

生活在中晚唐的。前者有徐德言的故事和乔知之的故事，后者包括戎昱、刘禹锡、张又新、李逢

吉等的故事。这两类故事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诗的接受对象的变化。在徐德言和乔知之的

故事里，诗是由丈夫或男性情人写给他的妻子或者情人，可是在中晚唐为背景的故事里面，诗

是男性情人写给有权势的男人的。在徐德言的故事里，发现战乱中失散的妻子被杨素占有之

后，徐德言写诗给妻子：“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告知他的思念

之情。在乔知之的故事里，乔知之的婢女被武承嗣霸占，他写诗示婢女，一面指责她见异思迁，

言行不一（“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一面暗示她应该像绿珠那样，对主人忠贞不

二，哪怕付出死的代价輧輰訛。在这两个故事里面，诗的功能是夫妻或者情人之间的沟通手段，但都

引发了诗人意料之外的后果。徐德言的妻子读了丈夫的诗后，不思饮食，日夜哭泣，杨素查明

情况之后，决定将她归还给徐德言。所以，诗意外地促成夫妻的团聚。乔知之的诗引发的则是

悲剧。乔知之的爱婢读诗之后投井自尽，武承嗣发现乔知之的诗，把他投进监狱，迫害乔知之

的全家。在这些故事里，诗的功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诗落在预设读者（妻子、情人）之外

的读者（权势者）手里，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在以中晚唐为背景的“三角情”故事里面，男性情人不是写诗给自己的情人，而是写诗给

占有自己情人的权势者。诗的功能不再是向情人表达情感，而是给权势者传递信息。在戎昱的

故事里，戎昱让歌伎在权势者的宴会上唱他的诗，“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当诗的读者（听

者）从情人变成占有情人的权势者的时候，诗的功能和含义也会跟着改变。比较《云溪友议》版

本戎昱的诗和《莺莺传》里莺莺的诗，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云溪友议》里故事的引诗是：“宝钿

香蛾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诗中涉及“三角情”关系中

的三个方面。戎昱叮嘱与自己相好的歌伎，要殷勤服侍新的主人韩滉，不要想念自己。这个姿

态让我们想起《莺莺传》中莺莺的一首诗。张生和莺莺分手之后，两人别娶另嫁，张生想再见莺

莺一面，但是只得到莺莺的一首诗，嘱咐他好生对待现在的妻子：“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虽然莺莺诗和戎昱诗的修辞有相似之处，都是嘱咐自己的情人善待新人，可是它们的预期读

者不同，含义也就不同。莺莺诗的读者是张生，她的诗是向张生表达她此时的心情；戎昱诗的

接受对象虽然也是他的情人，但诗将在戎昱的精心安排下，由歌伎在韩滉面前当众演唱，因而

这首传达被迫分离者凄楚无奈情感的诗，就包含了批评韩滉利用权力拆散情侣的不道德的意

味。诗的当众演唱，也使韩滉陷入两难境地。最后韩滉选择了不继续占有歌伎，而将她还给了

戎昱，还特别强调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征召这个歌伎，不是有意拆散。这是个有关好人与

坏人的道德选择的故事模式，在这里，韩滉选择了当一个有道德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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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昱和歌伎的关系，与徐德言和他的妻子，乔知之和他的爱婢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在戎

昱的故事里面，那个歌伎是官伎，在唐代，官伎归属于乐籍，不属于某个人。所以，戎昱和歌伎

之间的惟一纽带是他们的感情。对一个官伎来说，被官员征召是很平常的事情。韩滉征召歌伎

去他的乐籍，完全符合“程序”，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只有当男女情爱被认为是一种价值的时

候，韩滉征召歌伎而“拆散”一对情侣才会被视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戎昱才

能以他对歌伎的感情为理由，公开宣称对她的“所有权”。虽然戎昱成功地赢回他的情人，但是

他所采取的方法———即在公众面前批评有权势者———是有风险的。歌伎演唱了戎昱的诗以

后，韩滉让歌伎更衣等待，在座的客人都很为歌伎的命运担心（“席上为之忧危”）。还有一个

“三角情”的故事也描写了类似的忧虑。在那个故事里面，有权势者听到诗后，召见诗人，在场

的人都不知道会发生事情，“左右莫之测也”輧輱訛。这种忧虑的气氛，说明诗人对权势者的公开批

评有可能招致灾祸。不过，在大多数的故事里，权势者都选择让情人团聚，然后受到舆论的褒

扬。如果权势者不这样做，就会被塑造成一个依仗权势、胡作非为的坏人。前面提到的李逢吉

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在这些故事里，情爱的价值和写诗的方式成为弱势者的有效工

具。通过写诗宣告自己对一个女子的感情，可以和权势者在“情场”上一争高下。在更广泛的意

义上，这也说明诗歌创作在中晚唐被想象为一种力量，人们通过诗的写作、传播和表演，来处

理各种人际关系。

结 语

笔者在本文中分析了“三角情”故事的结构特征，希望能够说明，这些故事不一定能告诉

我们某一个诗人是如何写诗的，或某一首诗是在什么情境下创作的。那么，这些故事能给我们

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

第一，把同一类型的故事放在一起，我们可以了解这些故事的构成方式。稳定的叙事结构

和人物类型是这些故事的基本框架，其他元素，像时间、地点、人物和引诗，则可以不断填充到

这个基本框架中，形成同一模式的多种变体。故事与故事之间，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之间，会

有差异变化。有的变化是细节性的，比如时间、地点、人物名字，这些变化不会改变故事的意

义。另外一些变化是结构性的，比如人物类型的改变，或者一个元素在故事中的功能的改变；

这些变化可能导致故事的模式和含义的改变。通过分析唐诗本事故事，我们也了解到，诗和故

事之间的关系，诗和诗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稳定的，而是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这是因为，很

多故事是在口头流传很长时间之后才记录下来，口头传播的过程中，故事总在不断变化。即使

这些故事书面记录下来之后，文本也并不就具有高度稳定性。因为在文体的“等级”阶梯中，它

们属于“低等级”文体輧輲訛。文体的级别越低，文本的变动就越容易，越经常发生。

第二，把同类型的故事放在一起，把每一个单独的故事看成是某一结构模式的变体，我们

才能看出哪些故事只是对模式的复制，哪些故事偏离了既有的模式，具有“独创性”。如果不是

放在“三角情”故事模式中比较，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王维的故事的独特之处，也不会注意到

在以中晚唐为背景的故事中，诗的读者（听众）和诗的功能，都和此前的故事不大一样。这些变

化可能折射出社会中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念的变动。诗的读者从情人变成“第三者”，诗的功能

从表达和交流感情的媒介，变为也承担着解决人际矛盾的手段，从中可以见识诗的功能在现

实社会生活中的拓展。在中晚唐，越来越多的故事讲述人们通过诗的写作、传递、演唱来处理

各种人际关系。以中晚唐为背景的“三角情”故事还有另一个变化，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可能

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事故事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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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在社会和家庭制度中有从属关系的夫妻或主仆，而是士人和歌伎。联系后者的纽带是

男女之情。这些故事所表达的对士人和歌伎之间感情的肯定，显示男女之情在那个时代拥有

独立的价值。故事写到那些缺乏政治社会资本的士人，他们以文士和情人的身份，用诗，用情

爱的修辞，与占有社会资源的官员在“情场”上一争高下，并且在竞争中取胜，这让我们看到，

在中晚唐，“文化”有可能是或被想象是一种能够与政治权力对峙的资源。而这个“文化资本”，

既包括写诗和运用诗的能力，也包括人的情感能力。这些都是我们通过结构分析所读出的“三

角情”故事的社会文化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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